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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

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

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

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口规模

条件下非农就业增长机制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在空间上表现

出较强的非均衡性；② 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

分异，并呈现出收敛趋势；③ 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地方

性因素和地理结构因素共同影响了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初始就业水平对非农就业

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地区经济总量、金融资本可获得性、产业结构、基础教育水平、邻近省会

或特大城市的市场区位条件、平坦湿润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④ 不同规模县

域非农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可以为促进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推动新

时期贫困治理与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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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长期坚持还可以有
效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1]。自改革开放特别是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
使 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后，
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2]。在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保障相
对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不仅有助于巩固扶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还将有力推
动贫困地区的转型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3]。因此，研究前一阶段贫困地区就业增长的
空间趋势及其作用规律，对于新时期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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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针对贫困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的测度、贫困地理格局与地域类
型、贫困发生机制、经济增长与减贫政策等问题[4-7]。其中，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关注经济空间差异，经济增长与政策扶持、金融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8-11]。然
而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增长[12]，当前关于贫困地区就业增长尤其是非农就业增长的
研究尚不多见。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
就业转移，非农就业成为农民增收与减贫的重要途径[13-16]。因此，聚焦于贫困地区，探讨
其非农就业的空间格局与增长趋势，剖析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关于就业增长决定因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
入与政府干预等地方性因素（Place-based Factors），且实证结果存在分歧。根据索洛经济
增长模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会推动就业
的相应增长[17]，但许多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就业的明
显增加，“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突出[18-19]。国际上的研究证实产业结构对就业增长具
有重要影响，相比于工业特别是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工业，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为
突出 [20-21]，但关于中国的部分研究发现，第三产业比重只对东部地区就业增长产生显著
促进作用，对中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22-23]。在资本投入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资本与劳动（就业）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资本投入的增加将抑制就业增长[24]，但刘志
雄等对1985—2009年中国省级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全国层面资本投入与就业增长显著负
相关，但东部地区国内投资的增加则促进了就业的增长[25]。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基础设
施建设与研发支出、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渠道干预经济，被认为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关
键因素[26]。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存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倾向[27]，因此，过
度的政府干预将导致资本深化加剧，从而不利于就业的增加。韩峰等对中国省域就业的
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1.03%[28]。但陆铭等基于全国286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导致城市就业弹性显著下降，并削弱外资的就业创
造能力[29]。Gebremariam等对美国欠发达的阿巴拉契亚山区417个县的研究则发现，政府
支出对地方就业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30]。综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与政府
干预等地方性因素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尚未形成一致性认识。

除地方性因素外，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地理特征与市场区位等地理结构因
素（Geo-structural Factors）对非农就业增长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21]。适宜的地理环
境有利于吸引企业和人口进入，被认为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Posada等在研究西
班牙的地方就业时发现，降水和气温等对地方就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降水量较多、1
月温度较高地区就业增长更快[31]。Felkner等对泰国的研究发现地区海拔高度每增加1 m，
非农企业的收入增长就下降0.0139%[32]。靠近市场的地理区位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33]。海
岸与生产率及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31, 34]。临近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
会，借助大城市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实现就业更快增长[31]。但另一方面，靠
近大城市也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就业机会和人口因被大城市吸引而流
失的可能，这种“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s）将对周边地区就业增长产生消极影响[35]。
地理结构因素对就业增长的影响还体现在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上。由于相邻地区企业间
互动、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外部性的存在，某一地区的经济与就业增长往往受周边地区
的影响[36]。空间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已得到了大量研究证实[30, 34, 37]。因此在考察地区就
业增长机制时，如不控制空间相关性因素必然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综上，国内外关于就业增长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但还存在一定
局限。首先，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分析省域或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针对贫困地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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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中国的贫困地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山区或干旱、高寒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
经济水平普遍较低[38]，其空间尺度、市场区位、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异质性等与省域
或城市研究存在明显差异，已有研究结论能否有效解释贫困地区就业增长现象尚有待验
证；其次，已有研究证实了人口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关系相对复
杂。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口规模通过“集聚效应”对区域与城市经
济和就业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39-40]。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要素报酬不断增加，但空间
集聚导致的“拥挤效应”也将逐渐显现，从而引起要素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受阻。因此
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倒“U”型关系[41-42]。此外，人口规模
还与产业结构、资本投入等地方性因素，以及市场区位等地理结构因素存在着内在关
联，两类因素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受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43]。换言之，不同人口规模条
件下地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可能是不同的[21]。已有研究大多仅考察了人口规模的单方
面影响，并未区分不同人口规模条件下，就业增长驱动因素的差异性。

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聚焦于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从县域尺度切
入，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将空间效应纳入到非农就业增长模型，研究2013年精准扶贫
战略实施以来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同时考虑到人口规
模对非农就业影响的独特性，根据人口规模将贫困片区各县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探究基于不同人口规模的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机制及其差异性。最后，从促进贫困地
区非农就业增长角度，解读并讨论背后的政策含义，以期为新时期贫困治理与地区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
研究区域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的 14个连片特困地

区，即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和已明确实施特
殊政策的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区）中的680个
县级行政单元，占全国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73.1%，国土面积404.62万km2，占全国陆地
总面积的42.52%。

研究使用的县域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自国家测绘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非农
就业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来自2013—2017年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
鉴》，其中，非农就业人数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和；降水与地形起
伏度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交通区位涉及的路网数据根据
2013年《中国公路里程地图分册系列》（中国地图出版社），并对其公路交通及县区进行
矢量化处理得到，可达时间为各县通过不同公路到达相应地点的最短时间。由于11个县
级行政单元社会经济数据无法获取，故本文的县域样本量为669个。
2.2 研究方法
2.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是判断空间单元中经济活动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空间分散或空间随机分布的重
要定量分析手段[36]。本文运用该方法对贫困片区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关联模式进行
检验，作为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重要前提条件。Moran's I检验是广泛应用的分析方法之
一。本文运用该方法定量判断县域非农就业增长是否存在全域空间集聚特征，表达式为：

1473



地 理 学 报 76卷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Yi - Ȳ )(Yj - Ȳ )

S2∑
i = 1

n ∑
j = 1

n

Wij

, S2 = 1
n∑i = 1

n

(Yi - Ȳ ), Ȳ = 1
n∑i = 1

n

Yi （1）

式中：n为贫困片区县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的取值范围介于-1~1之间，
若统计量显著大于 0，则表示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越接近于 1，空间集聚特征越明
显；若显著小于 0，则表示空间负相关，越接近-1，空间分散特征越明显。若统计量等
于 0，说明为空间随机分布模式。因此如果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那么应当选择空间
计量模型，否则会导致有偏估计。如果检验结果为空间随机分布，则应采用OLS模型。

此外，在空间权重矩阵W的选取上，考虑到贫困片区县域全样本在空间上整体呈连
片分布，本文选择Queen邻近性空间权重矩阵，即 2个县如果存在共同的边界或交点，
则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设为1，否则为0。对于不同人口规模样本，由于各县级单元在空
间上并非连续，为了检验他们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本研究根据县域间欧式距离设置了反
距离空间权重矩阵（Inverse Distance Spatial Weights Matrix），即县域间距离越远，权重
越小，空间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越弱。
2.2.2 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经典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通常作为基准模型（Benchmark Model）。结合非农就业增长机制与贫困地区的特殊性及
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县域非农就业增长作为因变量，自变量的选取则主要从非农就业基
础、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地理区位等方面入手，以探讨中国贫
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表1）。OLS模型表达式为：

y = α +∑Xβ + ε （2）

式中：y为2017年与2013年各县非农就业人数的对数差分，用以衡量非农就业的增长状
况；α为常数项；X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考虑到研究需要，自变量除就
业基础选择2013年初始就业规模外，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及交通
可达时间也选取初始值[31]。此外，除地形起伏度和赋值为比重的变量外，其他变量均作
对数化处理。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发现，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存在较强

表1 自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类型

地方性因素

地理结构因素

就业基础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政府干预

公共服务

自然地理

市场区位

变量及计量单位

2013年初始就业规模(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每万人中小学生数(人）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地形起伏度(参照封志明等[44]测算方法）

年均降水量(mm）

到最近海岸线距离(km）

到最近地级城市可达时间(min）

到最近省会或特大城市可达时间(min）

均值

7.34

52.82

115.90

59.11

37.93

36.91

53.00

1233.36

31.04

3.21

877.34

1271.49

98.45

254.04

标准差

9.52

45.52

71.73

43.70

14.49

11.52

39.95

306.77

14.98

2.03

526.84

878.93

79.83

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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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选取两个变量分别构建模型，以考察产业结构因素对非农就业增
长的影响。其余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2.3 空间滞后模型 考虑到县域之间非农就业增长可能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
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方法（Spatial Lag Model, SLM）进行实证分析，以弥补传统模型忽视
空间依赖性的不足。该模型考虑了周边空间单元因变量观测值对本地区的影响，可有效
探讨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问题，同时还可考察其他外生解释因素对非农就业的
影响。其表达式为：

y = ρWy +∑Xβ + ε （3）

式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X对y的影响；W为空间权重
矩阵；Wy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ρ为待估计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了周边县域非农
就业对本地区的影响程度；ε为随机误差项。

3 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

3.1 非农就业的空间格局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规模较小。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人数

为 5920.60万人，占全国总量的 10.44%，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占比（17.62%）。
14个片区非农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4.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8%），说明
当前贫困片区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从片区层面看，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表2）。就业规
模上，2017年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4个片区的非农就业人
数均在 600万人以上，占 14个片区非农就业总人数的 61.3%。西藏区、吕梁山区、四省
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非农就业规模较小，人数均不足 100 万。就业密度上，大别山
区、罗霄山区、六盘山区、武陵山区非农就业密度较高，均超过60人/km2，西藏区、四
省藏区、滇西边境山区密度较低，均在15人/km2以下。就业占比上，罗霄山区、大别山
区非农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均超过30%，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新疆南
疆三地州、滇西边境山区等占比较低，不足15%。

从县域层面看，各县的非农就业规模同样差异明显（图 1a）。2017年非农就业规模
较大的县主要位于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以及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的部分地
区，规模多在30万人以上。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和滇西边境山区各县规
模普遍较小，多在3万人以下。非农就业密度的差异更大（图1b）。位于大别山区的县非
农就业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非农就业密度多超过160人/km2。密度较小的县分布较为
广泛，除西藏区、四省藏区等规模较小片区外，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滇西边境山区
的大多数县非农就业密度均不足25人/km2。非农就业人数占比的总体格局与就业规模大
致相似（图1c）。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各县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普遍较高，四省藏区、滇西边境山区等地占比较低，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
3.2 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2013—2017年间14个连片特困
地区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1010.26 万人，增长率为 20.5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37%），反映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巨大成效。但片区间增长趋势存在较大差异（表2）。
新疆南疆三地州增长最快，达 111.71%。罗霄山区、六盘山区也出现较快增长，增速均
超过40%。而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增长较为缓慢，增速甚至低于全国水平。从增
长量看，秦巴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非农就业基数较大的片区增长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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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状况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the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

片区

大别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六盘山区

罗霄山区

吕梁山区

秦巴山区

四省藏区

乌蒙山区

武陵山区

西藏区

新疆南疆三地州

燕山—太行山区

14个片区总计

全国

2013年非农
就业人数

(万人)

974.28

83.29

495.24

181.23

282.00

286.72

73.61

726.12

80.52

500.92

914.72

41.80

46.38

223.51

4910.34

52806

2017年非农
就业人数

(万人)

1154.31

117.87

603.75

213.75

405.03

454.73

79.60

918.77

90.71

544.16

951.88

48.46

98.19

239.39

5920.60

56696

2017年非农
就业密度
(人/km2)

199.11

15.81

35.90

14.57

64.89

88.58

23.65

47.74

2.22

51.04

64.47

1.41

20.57

40.80

15.43

59.06

2017年非农
就业人口占总
人口比例(%)

31.9

17.6

20.1

14.5

20.0

38.7

19.7

26.9

16.4

21.8

27.4

15.9

12.7

21.8

24.2

40.8

2013—2017年
非农就业

增长量(万人)

180.03

34.58

108.51

32.52

123.03

168.01

5.99

192.65

10.19

43.24

37.16

6.66

51.81

15.88

1010.26

3890

增长率
(%)

18.48

41.52

21.91

17.94

43.63

58.60

8.14

26.53

12.66

8.63

4.06

15.93

111.71

7.10

20.57

7.37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7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2017年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非农就业的分布格局
Fig. 1 Distribu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the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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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非农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趋势（图2）。在增量方面，通过冷热点分
析发现，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热点区（增量高值的聚集区域）主要为大别山区、罗霄山
区以及秦巴山区的东部，这些区域均位于中部省份。而冷点区（增量低值的聚集区域）
主要为武陵山区和滇西边境山区。在增速方面，5年间各县年均增长率为7.91%，72.05%
的县实现了增长，平均增速13.10%；27.95%的县出现负增长，平均增速-5.46%。总体上
看，非农就业减少的县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而非农就业增长较快县分布较为分散。

值得注意的是，边界区位与非农就业
增长存在着明显的关联特征。位于贫困片
区边界的县非农就业增长明显快于非片区
边界县，而位于省际边界的县增长明显慢
于非省际边界县（图 3）。统计发现，5年
间片区边界县非农就业平均增长率为
8.51%，显著高于非边界县（6.65%），而
省际边界县平均增长率为 7.13%，显著低
于非省际边界县（9.03%）。进一步来说，
那些位于片区边界但不位于省际边界的县
平均增长率为 9.50%，远高于位于省际边
界但不位于片区边界的县（4.47%）。

不同人口规模县在空间分布和非农就业增长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人口规模，本
文将连片特困地区各县分为人口小县（20万人以下）、人口中等县（20~50万人）和人口
大县（50万人以上）。不同规模县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图4）。其中人口小县229个，
集中分布于西藏区和四省藏区，非农就业增长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出现负增长的县达
31.44%，高于贫困片区总体水平。中等县285个，分布相对较广，主要位于大兴安岭南
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秦巴山区和新
疆南疆三地州，中等县实现非农就业增长的比例最高，达74.04%。大县155个，主要分
布于大别山区、罗霄山区、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除少数贫困片区边界县外，多数县非
农就业增长较为缓慢。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非农就业的空间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
本文选用人口加权的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考察2013—2017年片区总体及不同规模县域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7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2013—2017年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非农就业空间增长格局
Fig. 2 Growth pattern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the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2013 to 2017

图3 不同边界县非农就业增长率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growth rates

among types of border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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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增长差异的演变趋势。由表3可知，5年间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不断下降，表明

连片特困区县域非农就业规模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换言之，非农就业规模小县比大县增

长更快，县域非农就业水平出现收敛趋势。进一步采用泰尔指数将片区总体差异分解为

不同规模县的组间、组内差异，以考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与内部结构。分析发现，不

同规模县的组间差异较小，且总体保持稳定，总体差异的缩小主要来自组内差异（由

0.143降至 0.089）。从组内差异看，人口小县之间非农就业规模差异较大，且变化较小，

中等县和大县下降态势明显。可见，贫困片区县域非农就业差异的下降主要来自人口大

县以及中等县内部差异的下降。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7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2013—2017年中国连片特困地区不同规模县非农就业增长率
Fig. 4 Growth rate of non-farm employment by county size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

表3 2013—2017年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非农就业差异分解与演变
Tab. 3 Disparity decomposition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2013 to 2017

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

组间泰尔指数

组内泰尔指数

< 20万人

20~50万人

≥ 50万人

2013年

1.296

0.154

0.011

0.143

0.177

0.185

0.115

2014年

1.231

0.116

0.010

0.106

0.164

0.128

0.088

2015年

1.197

0.102

0.009

0.093

0.171

0.116

0.071

2016年

1.196

0.104

0.009

0.095

0.160

0.119

0.074

2017年

1.174

0.097

0.008

0.089

0.146

0.119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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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农就业增长的驱动因素

4.1 空间关联模式检验
本文分别计算2013—2017年中国连片特困地区总体及不同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速的

Moran's I统计量，发现片区总体的Moran's I为 0.211，人口大县和中等县的Moran's I分
别为0.063和0.047，P值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说明非农就业
增长较快的县在空间上相互集聚，增长较慢的县同样如此，相邻或相近县域之间的非农
就业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空间关联特征。由于OLS模型假设样本在空间上是相互
独立的，即样本为空间随机分布模式，显然违反了基本事实。因此，针对本文研究实
际，应纳入县域之间非农就业的空间交互效应，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此外，Moran检验
结果发现人口小县的Moran's I为0.002，未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小县的非农就
业增长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推测这与小县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区有关。该地区自
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县域间经济联系较弱，非农就业表现为空间随机分布模
式。因此，在分析小县时仍采用OLS模型。
4.2 总体样本分析

根据Moran's I检验结果可知，14个片区总体样本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在进行空间
计量模型分析之前，先给出OLS模型结果，用于对比空间滞后模型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此外，由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本文对两个
变量分别构建模型，以考察产业结构因素对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模型结果如表 4 所
示。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分别考虑产业结构因素的模型结果相差无几。

通过对比OLS模型（2）和SLM模型（4）结果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正
相关（0.186），表明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交互影响，即周边县的非农就
业增长对本县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已有关于经济和就业增长空间溢出的研
究结论相一致 [30, 45]。对比 R2统计量，空间滞后模型的 R2 （0.3711） 高于 OLS 模型的 R2

（0.3485）。此外，空间滞后模型的对数似然值（-455.50）也大于OLS模型（-464.50），
似然比检验（LR test）结果可知，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交互影响非常显著，因
此，对于本研究而言，空间滞后模型较OLS模型更优。

初始非农就业水平对县域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2013年县域非农就业基数与
5年间非农就业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统计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期初非农就业规模
越大的县，非农就业增长更慢。各县非农就业水平存在收敛趋势，这与前文变异系数和
泰尔指数分析结果相吻合。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余吉祥等对中国 [46]、
Gebremariam等对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30]以及Posada等对西班牙的研究[34]均发现了地区间
就业差距明显缩小的证据。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非农就业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区生产总值（GDP）与非农
就业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经济总量越大，县域非农就业增长越快。说明经济增长对贫困
地区县域非农就业增长仍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金融发展状况的作用同样重要。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越高，非农就业增长越快。说明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是影响贫
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增加资金供应，满足贫困地区企业的多样化融资
需求，缓解融资约束，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实现非农就业增长。

产业结构对非农就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第二产业比重与非农就业增长显著
负相关，而第三产业比重与非农就业增长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贫困片区产业发展特
征有关。现阶段贫困地区第二产业以资源型、原料型产业为主，经济效益低、重型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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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明显，且“国有化”程度较高[47-48]，其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较弱，较高的二产比重对
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非农就业的增长。而第三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的
传统服务业，单位产值所吸纳的就业人数明显多于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带动更为明显[49]，
较高的三产比重能够通过集聚效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非农就业的增长。

公共服务水平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得到了部分证实。地方基础教育水平对非农就
业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医疗卫生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基础教育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
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有利于孩子接受教育”是
流动人口愿意落户城镇的最主要原因[50]。基础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能够吸引人口流入。
如许多农村家庭由于子女陪读的需要进入城镇居住，并就近就业[51]，从而改善了县域人

表4 总体样本模型估计结果
Tab. 4 Spatial econometric results of the total sample

ρ

常数项

初始就业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每万人中小学生数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地形起伏度

年均降水量

到最近海岸线距离

到最近地级城市可达时间

到最近省会或特大城市可达时间

R2

Log likelihood

样本量

OLS

(1)

-2.396***

(0.81)

-0.473***

(0.03)

0.437***

(0.05)

0.031
(0.03)

0.125***

(0.05)

-0.638***

(0.17)

0.031
(0.08)

0.325***

(0.08)

-0.059
(0.04)

-0.099***

(0.02)

0.072**

(0.03)

0.073
(0.05)

-0.016
(0.02)

-0.107***

(0.03)

0.3529

-462.21

669

(2)

-2.964***

(0.83)

-0.471***

(0.03)

0.433***

(0.05)

0.019
(0.03)

0.124**

(0.05)

0.616***

(0.19)

0.095
(0.08)

0.337***

(0.08)

-0.079
(0.04)

-0.114***

(0.02)

0.072**

(0.03)

0.074
(0.05)

-0.006
(0.03)

-0.090***

(0.03)

0.3485

-464.50

669

SLM

(3)

0.187***

(0.04)

-2.341***

(0.79)

-0.449***

(0.03)

0.418***

(0.05)

0.033
(0.03)

0.124***

(0.05)

-0.633***

(0.16)

0.033
(0.08)

0.292***

(0.08)

-0.063
(0.04)

-0.086***

(0.02)

0.084**

(0.03)

0.069
(0.05)

-0.019
(0.02)

-0.097***

(0.03)

0.3757

-453.06

669

(4)

0.186***

(0.04)

-2.900***

(0.81)

-0.448***

(0.03)

0.414***

(0.05)

0.021
(0.03)

0.123***

(0.05)

0.606***

(0.18)

0.097
(0.08)

0.304***

(0.08)

-0.083*

(0.04)

-0.101***

(0.02)

0.085**

(0.03)

0.070
(0.05)

-0.009
(0.02)

-0.082**

(0.03)

0.3711

-455.50

66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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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不足的状况，促进地方非农就业增长。这与城市尺度的研究结论不同。陈建军等

利用2003—2015年全国283个城市市辖区的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以高等学校密度

衡量）与非农就业增长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城市越适合居住生活，但不利于就

业[52]。本文发现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与非农产业发展之间为共生关系，教育水平的提高

显著促进，而不是抑制了地方非农就业的增长。

地理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地形起伏度和年均降水量均对非农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

影响。地形起伏度越小，降水量越多的县，非农就业增长越快，回归系数高度显著。说

明平坦湿润的自然地理环境更有利于非农就业增长。与崎岖地区相比，地势平坦的地区

企业建设与经济活动的成本更低，企业集聚及非农就业增加的可能性更大，这与Felkner

等对泰国的企业增长研究结论[32]相一致。由于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连片特困地区

更为严重[53]，更多的降水有助于改善地区水资源缺乏局面，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基本保

障，使非农就业增长成为可能。Posada等对西班牙的研究也证实，降水量更多的地区更

能实现就业增长[34]。

省会或特大城市对县域非农就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地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到最

近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可达时间与非农就业增长显著负相关，即可达时间越短，非农就业

增长越快。到最近地级城市可达时间虽为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在贫困地区县域就

业增长过程中，来自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市场机会以及集聚经济的“扩散效应”较为突

出，而地级城市并未发挥相应作用。这一结论与全国城市尺度的发现有所不同。肖挺利

用2003—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发现，省会周边城市并未因为交通的便捷而

出现就业的快速增长，与省会距离适中的城市就业获益更多 [54]。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

是，省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会）与其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等较为相近，二者在经

济发展、招商引资等方面主要为竞争关系，与省会更近不利于城市的就业增长。而贫困

片区县与省会在产业发展上主要为互补关系，临近省会更能得到市场机会与经济辐射，

从而更有助于非农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

政府支出对非农就业增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这与已有针对中国省域层面的研究结

论[22-23]不同，但与美国欠发达地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结论相似[30]，表明以往政府财政

支出模式有待重新评估与调整，从而为地方非农就业增长创造激励因素。此外，与海岸

线的交通可达性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说明贫困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仍然较

低，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大。

4.3 不同人口规模县域的对比

将连片特困区总体样本根据人口规模进行细分，考察不同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长驱

动因素的差异。由前文Moran's I检验可知，人口小县（< 20万人）仍采用OLS估计，中

等规模县（20~50万人）与人口大县（≥ 50万人）更适用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

所示。

人口小县的非农就业增长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即周边县未对本县的就业增长产生影

响。初始就业水平和地区生产总值对其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这与贫困地区总体

模型结果一致，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总体模型。第二产业比重同样对人口小县的非农就

业增长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到省会或特大城市交通可

达性的影响同样显著，但影响程度比总体模型更大。说明金融资本可获得性、省会或特

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对人口小县的非农就业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总体模型不同

的是，地形起伏度、降水量、第三产业比重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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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人口小县主要分布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的青藏高原地区，其地形起伏度、降水量的
同质性较高，第三产业发展和教育水平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县域间差异比总体样本更小。

中等规模县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大于0，说明中等规模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
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即周边中等县的非农就业增长显著促进了本县的非农就业增长。
此外，与总体模型相似的是初始就业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以及到省会或特大
城市交通可达性均对非农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形起伏度、降水量的影响也同样
显著。不同的是，金融机构贷款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政府支出则产生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从资金来源看，来自政府的公共投资对中等规模县非农产业发展的
影响更为明显，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影响不大。

表5 不同规模县域模型估计结果
Tab. 5 Spatial econometric results by county size

ρ

常数项

初始就业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每万人中小学生数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地形起伏度

年均降水量

到最近海岸线距离

到最近地级城市可达时间

到最近省会或特大城市可达时间

R2

Log likelihood

样本量

< 20万人

OLS

(1)

2.173
(1.81)

-0.347***

(0.06)

0.134***

(0.08)

0.035
(0.04)

0.129*

(0.09)

-0.487**

(0.28)

-0.134
(0.11)

0.176
(0.15)

0.077
(0.08)

-0.009
(0.03)

0.039
(0.07)

-0.129
(0.14)

-0.017
(0.04)

-0.168***

(0.06)

0.199

-175.61

229

(2)

1.840**

(1.91)

-0.340***

(0.06)

0.109**

(0.08)

0.022
(0.04)

0.129*

(0.09)

0.337
(0.31)

-0.094
(0.11)

0.231
(0.15)

0.059
(0.08)

-0.020
(0.03)

0.040
(0.07)

-0.149
(0.15)

-0.020
(0.04)

-0.147***

(0.06)

0.192

-174.90

229

20~50万人

SLM

(3)

0.714***

(0.23)

-0.346
(1.59)

-0.590***

(0.04)

0.411***

(0.09)

0.058
(0.06)

-0.021
(0.09)

-0.358*

(0.24)

0.377*

(0.22)

0.180*

(0.11)

-0.006
(0.05)

-0.095***

(0.03)

0.122***

(0.04)

0.051
(0.06)

-0.048
(0.04)

-0.099**

(0.05)

0.447

-153.15

285

(4)

0.693***

(0.24)

-0.445
(1.58)

-0.605***

(0.04)

0.417***

(0.09)

0.049
(0.06)

-0.032
(0.09)

0.666***

(0.28)

0.363*

(0.21)

0.141
(0.11)

-0.017
(0.06)

-0.095***

(0.02)

0.124***

(0.04)

0.058
(0.06)

-0.034
(0.04)

-0.094**

(0.05)

0.469

-151.39

285

≥ 50万人

SLM

(5)

0.313***

(0.45)

-7.349***

(1.77)

-0.689***

(0.04)

0.811***

(0.13)

0.044
(0.08)

0.063*

(0.05)

-0.422
(0.32)

1.699***

(0.35)

0.389***

(0.14)

0.079
(0.07)

-0.188***

(0.04)

0.146**

(0.06)

0.055
(0.09)

-0.033
(0.04)

-0.046
(0.07)

0.712

-50.31

155

(6)

0.293***

(0.46)

-6.911***

(1.77)

-0.681***

(0.04)

0.759***

(0.12)

0.030
(0.08)

0.063*

(0.05)

0.099
(0.40)

1.729***

(0.36)

0.391***

(0.14)

0.076
(0.07)

-0.197***

(0.04)

0.131**

(0.06)

0.064
(0.09)

-0.027
(0.04)

-0.047
(0.07)

0.711

-51.15

15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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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县同样受到周边大县非农就业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影响。邻县非农就业水平

越高，本县的非农就业增长越快。与总体模型相似，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地形起

伏度和降水量均对人口大县的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

比重与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两类资金在支持人口大县非农产业发

展、促进非农就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总体模型不同的是，省会或特大城市等

市场区位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比3类县可以发现驱动因素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图5）。除初始就业水平和经济

总量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存在差异。① 人口小县的非农就业增长不存在空间依赖效

应，中等县和大县则受周边县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② 从资金来源看，小

县主要受金融机构贷款影响，中等县受政府财政支出作用更大，大县受两类资金的共同

影响，其资金来源更为多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口大县具有更强的经济韧性。③ 教育

发展水平只对人口大县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教育水平对当地非农产业与非农就业的

带动存在一个人口门槛值，人口较多的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相对完善，更有利于

基础教育作用的发挥。④ 地形和降水条件只影响了人口大县和中等规模县，对人口小县

的影响不显著。推测与人口小县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区，地理环境具有较强同质性有

关。⑤ 到省会或特大城市交通可达性主要影响人口小县和中等县。说明不同于人口大县

自身相对较大的市场体量，小县和中等县自身市场规模不足，其非农产业发展与就业增

长更加依赖于大城市的市场机会与经济辐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3种类型县的

经济总量均对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其影响程度明显不同。人口规模更大

的县，GDP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人口规模的增

加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

图5 不同规模县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
Fig. 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farm employment growth by county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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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尺度数据，在精细刻画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

增长时空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非农就业增长的驱动因素及不同人口规模县域的差
异，主要研究结论为：

（1）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大别山区、武陵
山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等集中了贫困片区大部分非农就业，而西藏区、四省藏区、
新疆南疆三地州和滇西边境山区非农就业规模小、密度低，且占总人口的比例不高。

（2）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取得了巨大成效，但
存在明显空间分异趋势。2013—2017年14个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人数增长了20.57%，
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7.37%）。非农就业增加的热点区主要位于大别山区、罗霄山
区、秦巴山区东部等中部省份，冷点区主要位于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等地。边界区
位与非农就业增长存在重要关联。位于贫困片区边界的县非农就业增长明显快于非片区
边界县，而位于省际边界的县非农就业增长明显慢于非省际边界县。县域间非农就业差
异逐年下降，非农就业水平出现收敛趋势。

（3）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地方性因素与
地理结构因素共同影响了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周边县的非农就业增长对
本县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地方性因素中初始就业规模、地区经济水平、金融资本的可
获得性、产业结构、基础教育水平均对非农就业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地理环境的作用不
容忽视，平坦湿润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非农就业增长。邻近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市场区位
条件对县域非农就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4）不同人口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空间溢出效应仅存
在于人口大县和中等县的非农就业增长过程中，人口小县则不受周边单元的影响。大县
受金融机构贷款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双重影响，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省会或特大城市可
达性主要影响人口小县和中等县，而教育水平仅影响人口大县的非农就业增长。平坦湿
润的地理环境促进了人口大县和中等县的非农就业增长，但对小县的影响不显著。
5.2 讨论

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是亟需深入的研究领域。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中国的贫
困治理已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针对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格局及动力机制开展
针对性研究显得尤为紧迫。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具有自身独特性，产
业结构、政府干预、市场区位等因素对其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不同于省域或城市地
区，来自其他区域的研究结论难以直接解释贫困地区的就业增长现象。

基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应壮大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规模，加快非农产业发展步伐，尤其应注重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提高非农产业对就业人员的吸纳能力。应强
化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非农产业发展中，进一步发挥
金融对非农就业增长的杠杆效应。

（2）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加向人口规模较
大的县倾斜，提高规模较小县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增强贫困
地区的“造血”功能。

（3）应增加对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是人口规模大县的基础教育投入，提升基础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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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基础教育带动提升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及外出农民工回流务

工，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为非农产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4）应改善贫困地区的对外交通状况，尤其应强化人口规模较小的贫困县与省会及

特大城市的交通联系和市场连接，以更好发挥贫困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促进大城市各

类经济要素向贫困地区的转移和扩散。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① 由于非农就业人员等关键指标统计口径的调整，本文仅

分析了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县域非农就业的增长状况，缺少较长时间段的纵向考察，从

而限制了对其时空特征及动力机制的深入理解；② 14个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分布于中国东

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在自然条件、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本文仅从片区总体及不同规模县域进行剖析，对各贫困片区的异质性关注较少。下

一步将选取典型贫困片区做对比分析，探讨不同片区非农就业增长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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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China's battle against poverty will shift from relative poverty to
absolute poverty.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in the new stage of poverty governance i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on of destitute areas by increasing their non- far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nsuring fully effective employment for the poor. Based on county data from
2013 to 2017 covering 14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growth trend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these areas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rivers of non- farm employment under different population sizes were
distinguished.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Non- farm employment exhibits a
strong spatial non- equilibrium. (2) The growth of non- farm employment is fast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with appa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clear tendencies of
convergence. (3) There is substantial spatial dependence on the growth of non- farm
employment among counties in the study areas. Place-based factors and geo-structural factors
have jointly affected the growth of non- farm employment in these areas. The level of initial
employment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non- farm employment growth. Howev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scales,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evel of basic
education, the proximity of market to provincial capitals or megacities, and the flat or humi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non- farm
employment in destitute areas. (4) The determinants of non- farm employment growth in
coun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upport t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growth of non- farm employment in poor areas as well as poverty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Keywords: destitute areas; non-farm employment; spatial growt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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